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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
邹 建 军,覃 莉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摘 要: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史实进行

清理,进一步以由其译介所引发的中国诗人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将探讨的焦点置于诗语、诗情、想象与自然

观之上,一一检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如何从最初的仿效、移植到批判、创造性转化的发展历程,重点发掘

它们二者关系背后所指涉的多面向度,对于当今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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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的革新者之一,他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一经发表就站在了18世纪古

典主义的对立面;他将创作视角转向普罗大众与大自然,试图以朴素的语言取代浮华雕饰,以真挚

的情感打破理性束缚;他对想象与创造力的执着,也使其诗作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表达。华兹

华斯的创作实践与诗学主张,也在中国现代浪漫诗歌推进的时代里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回响。而论

及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之间的关系,则需要具体考察华兹华斯的诗学观念是如何被

转述与置入,并产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力量。更有待深入分析的是,在这种影响之下的诗歌创

作实绩又是怎样推动了中国现代浪漫诗学的建构。还须指出的是,这种双向度的比较是建立在特

殊的历史场景之上,在强调审美现代性的同时,它必然触及东西方强大的浪漫抒情传统,而这恰恰

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独特性与丰富性所在。

一、纯朴的诗语与浪漫诗歌语言变革

作为体现诗本质的语言,它直接影响并决定着一种语体的生成与风格的塑造。华兹华斯说:
“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

……必须丢掉许多历来认为是诗人们应该继承的词句和词藻。”[1]15-20对质朴、自然的诗语的强调,
不仅体现了华兹华斯对蒲柏“英雄双韵体”等新古典主义文学形式的有力一击,也“首创了一种洗尽

铅华的诗歌用语”[2]。就像《丁登寺旁》,其“无韵白体诗的格律给了它自然的乐音”[3],冲破了古典

音律的束缚,直至今日仍被广为传诵而奉为经典。
相对于华兹华斯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文学语境,中国现代浪漫诗学所批判的对象与立场是有

所不同的。当诗语的变革成为创新的必然入口之时,华氏具有划时代革命性的诗歌语言观适时地

触动了中国新诗。胡适正是当时受其影响较深的诗人,他在1919年的《谈新诗》中指出:“文学革命

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问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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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解放。……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次活(Wordsworth)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

语言文字的解放;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问题的解放。”[4]为此,胡适尝试以自

然、浅近的“大众语”实现对文言文的反叛,即“用一个字,不要忘了大众;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

众;说一个个比喻,不要忘了大众”[5]。胡适在华兹华斯身上看到了突破传统诗语的成功经验,他与

康白情等人所推动的白话文新诗,借诗语的转变而酝酿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形式,因之催生了新的

艺术审美特征与价值判断。“白话文学观乃是攻向封建文学壁垒的一个突破口”[6],这与1926年梁

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的评论是一致的,即:“凡是文学上的重大的变动,起初必定

是文字问题。例如但丁只用意大利文,巢塞之用英语,笛伯雷之拥护法文,华资渥斯之攻击诗藻,这
些人在文学史上都是划分时代的大家,他们着手处却均在文字。……我以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

即是外国的影响。”[7]

除了诗歌创作领域之外,华兹华斯“自然”语体风格在20世纪上半叶也为中国诸多文论家所推

崇。譬如在1927年,郑振铎主编《文学大纲》时就曾对华兹华斯之“朴实”赞誉有加:“他喜欢一切的

朴实,他的题材是朴实的,他的思想是朴实的,而他用以表白他的思想与题材的文字也是朴实的。
……他却从这些最平常的事物,最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引出感人无涯的思想来。”[8]金东雷在《英国

文学史纲》中也高度评价华兹华斯,认为“他指给了我们一条文艺上‘新的大道’”[9]。由此不难看

出,在诉诸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时代语境里,华兹华斯的部分作品得以经典化的最主要原因,还是

缘于其质朴清新的诗风更易于走近普通大众并产生审美共鸣。

二、人与自然“一体化”和诗歌写作的“内在转向”

如果说诗语的变革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提供了外在形式的创造性动力,那么华兹华斯诗

学中居于关键地位的“自然”诗观,即其对自然的抒情与叙事,其对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强调,则在

极大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内在的转向。
一方面,如华兹华斯在《序曲》第12卷末尾所描述的:

  当我走在小树林中散步,那些大树/夏日里变得枝叶扶疏,在那/强风中摇曳,某些精神的

作用,/某些内心的激动,于此时形成[10]

这种以我观物的主客体审美关系方式,与中国古代寄情山水、托性自然的抒情传统有着神似之

处。在译介华兹华斯的队伍中,出现了站在白话文运动对立面的学衡派,也是缘于其“看到了他的

诗歌中与中国古诗有相似的内涵,并借助此诗的翻译,达到再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11]。他

们将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白居易、王维等进行比照,所译诗作皆为五律古诗,甚至加入了诸多传统意

象如草木、空谷、幽兰等等。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翻译,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新诗在承继传统

文化与接受外来文化这两极之间存在着相融相生的可能性,以及更为中和的平衡点。换言之,学衡

派对华兹华斯的翻译与改造,使人们看到中国浪漫诗歌现代面貌的形成,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古代文

学的现代转换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建构必将经历一个古典与现代的艺

术手法从结合到渗融再到创造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自然诗呈现出丰富与多元的主题,使其在接受的过程中自然地具有多样

化解读的可能性。
其一,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全面辨析了西方文学思潮中的自然主义的同时,也剖析了华

兹华斯创作田园诗感人至深的原因。他指出由于为情感注入了新意,当诗人的情感净化如大自然

般纯净时,情景相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就得以自然形成了。这意味着当人们处于“在那种田

园的生活,我们的根本感情是存于极纯至朴之境,所以观察能够精确,而说起来也能够感人极深。
……就因为田园那种境地,吾人的感情常常和自然界的美与其不朽的姿态融成一气的缘故。”[12]田
汉对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关注,抛弃了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关注到其对主体性的诉求及其对自我意



识的召唤,华兹华斯借自然的力量,是为打破古典理性的束缚,展现人之天性,使艺术归于自然。
其二,郁达夫对华兹华斯自然观的解读,几乎完全地倒向了情感主导的一面。从小说《沉沦》的

创作看,郁达夫在开篇便安排主人公作为华兹华斯的知音,手捧一本华氏诗集踯躅于乡间小径之

上。从渗透于作品中的感伤氛围中可以看出,他试图借“华兹华斯阴郁而崇高的田园诗”来传递彷

徨无救的时代之悲与家国之痛[13]。而在《诗论》中,郁达夫从华兹华斯关于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

的自然流露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大自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物我相化,四大皆空,所有的

世界只是旋律的世界,感情的世界,不能以言语来命名的世界。”[14]于此,“情”主宰了一切,然“自
我”的喧宾夺主,使郁达夫的自然观与华氏的初衷相去甚远。事实上,华兹华斯“所呈现的自然沉静

而有序,他似乎是在不经意中把自我的诗性意识舒缓地渗透进来”[15]。
其三,徐志摩的诗学观念深受华兹华斯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徐志摩对华兹华斯情有独

钟”[16],其诗作中的自然意象与语言选择等,皆可见华兹华斯自然诗风之影。华兹华斯认为:“在这

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

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1]15只有处于自然环境中,最自然的言语才能表达出最质朴的感情。借由

对大自然的爱,他不仅得到了救赎与安慰,更将政治失意转化为创作动力。这样的观点深深地触动

了与他有类似经验并远游英伦的徐志摩,后者不仅创作出大量优秀的自然山水诗,也从诗论的角度

探讨过华兹华斯的诗学观念。在《话》一文中,徐志摩从解读华兹华斯自然观出发探讨诗歌的本质

问题,他从“宛茨渥士和雪莱他们不朽的诗歌,大都是在田野间,海滩边,树林里,独自徘徊着像离魂

病似的自言自语的成绩”的评价出发,认同“宛茨渥士说的自然‘大力回容,有镇驯矫饬之功’”[17]的
观点。在徐志摩看来,自然不仅激发诗人的创作动力,同时帮助诗人超越感官认知而进入主客体,
即达到心灵与外物交融合一的境界。也因此,徐志摩的山水诗有意规避直露性的情感独白,而以细

腻、闲适的笔调捕捉光影画面,将浓厚的情感巧妙地寄寓于一花一世界中。
除此之外,在现代乡土诗中也能看到华兹华斯的影响。汉园诗人李广田曾经坦承自己深受华

兹华斯自然诗学的影响。他对华兹华斯的接受与借鉴是多方面的,从翻译到自身诗歌创作皆可得

见。李广田早年北大求学时即为华兹华斯优美的田园牧歌所吸引,之后翻译了《塞珊的幻想》,在其

早年乡土诗作中亦不乏对家乡的思古幽情与对乡土的浪漫寄情。上述无论是对华兹华斯自然观的

解读,或是对华兹华斯田园牧歌的情感投射,还是回归民间乡土之心声,无不是在与华兹华斯的艺

术交会中获得了新的启示,由此催生的多样创作意志一并加筑了中国现代浪漫诗学的丰富性。

三、情感的“自然流露”与“理性”节制“感情”取向

华兹华斯强调“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指出“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

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

情感逐渐发生,却是存在于诗人的心中”[1]16-31。然而,如何才能使“情感”自然流露而不致泛滥? 如

何兼顾“情”与“理”? 一直都是萦绕在中西诗人心中的共同命题。也正是基于中西方由来已久的抒

情传统的互通性,华兹华斯的苦心孤诣才在中国的传播中产生了对话,具有了意义。
从情感层面来看,华兹华斯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对情感的强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对当时

古典主义教条的颠覆与反拨。艾布拉姆斯说:“华兹华斯是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他的

著作影响极大,他使诗人的情感成为批评指向的中心。”[18]华兹华斯此种强烈的情感倾向,一经传

入现代中国即触发了时代的感受,历史的合拍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浪漫诗学上重视情感、极富感伤

情调等主观性的一面。就像李欧梵在评价这种流露性的浪漫主义时所指出的:“环绕着五四文学与

其浪漫性质的种种价值观如:自我解放、自我建设、情感的解放、不受外在约束的独立性,以及对自

己的诚挚,并不是由那些和他们公开立场相反而较乐观的作家所建立的。”[19]从创造社、西子湖畔

诗社等浪漫诗人的创作可见,他们为冲撞僵化体制的激情而感动、狂热,将自我燃烧得透彻,“淋漓



尽致地抒发生命的苦闷与激情”[20],但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就思维层面而言,华兹华斯推崇“沉思”。他认为“诗起于经过在沉静中回味来的情绪”[21],把

“回忆”放在了诗的重要位置,通过“回忆”的方式沟通情与思。其长诗《序曲》无处不交织着此在的

感受与过往的体验,伴随着童年记忆到漫游城市的经验,再到内在自我审视的体悟,诗人的抒情已

然被放置于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批判视野里,呈现出情与思的合二为一。受益于华兹华斯“沉思”的
诗学观念,中国的新月诗派才得以在一片狂热的伤感宣泄中,独树一帜地坚持情感需经过理性的过

滤。比如闻一多在早期写作的《诗底音节的研究》、《律诗底研究》、《<冬夜>评论》等论文中,就曾多

次援引华兹华斯的诗学观点,强调避免强烈情感直呈于诗。而《死水》的创作,更明确提出了“理智

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以此扭转当时情感过度宣泄的创作风气。
在辩证看待华兹华斯对情感和理性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李祁在1940年代初发表了国内第一部

华兹华斯研究专著《华茨华斯及其序曲》,他指出:“他由人生及自然获得种种经验,由这些经验而来

的种种情绪,快乐,恐惧,痛苦,同他所见到的人间种种矛盾的痛苦,都激动他的感情,而使他深思,
由深思才悟出哲理同信念。这种信念,不以思想为根据,而以情绪同经验为根据。所以它的力量至

大,成为他所皈依的信仰,而且他也以此教人。”[22]足见华兹华斯诗学中情与理的关系并非遽然决

裂,任何对其单面性的解读势必走向一种极端。
从诗歌本体角度看,华兹华斯珍视情感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一贯表现出的对普通人的关注、对人

间爱的抒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以英雄、贵族为载体的诗歌传统,它所表现的实质是社会革

命的批判精神。正如其自传体长诗《序曲》所言:

  我仍痛恨专制,反对个人的/意志成为众人的法律;痛恨/那无聊的傲慢贵族,他们凭不公

正的/特权站在君王与人民之间,/是他的帮手,而非后者的仆人。/而且,这痛恨对我的支配日

益/增强,却也掺杂着怜悯和温情,/因为当希望尚存,会有温情/寄予劳苦大众。[23]

华兹华斯并没有因为推崇浪漫而抛弃历史与现实,在近代资本主义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过

程中,在整个乡村田园环境被不断蚕食之际,华兹华斯坚持探索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感情,一再表

明其创作的自主性与人道主义立场,即“诗人必须从这个假想的高处走下,而且为了能引起合理的

同情,必须象别人表现自己一样的表现自己”[1]28。透过《露西》、《坎伯兰的老乞丐》、《孤独的割麦

人》、《荒屋》等诗可见,其创作的触角广及大众阶层的生活样态及情感体验,呈现人与自我之间观

照,展现人道主义关怀。这种“从高处走下”的创作理念,恰好符合了当时中国文学的主流价值取

向,即如叶圣陶在《诗的泉源》一文所提倡的“一个耕田的农妇或是一个悲苦的矿工的生活,比较一

个绅士先生的或者充实得多”[24],故使华兹华斯诗作得以传译,影响了众多文艺社团、刊物的选材

方式。一方面,从最早在《东吴》学刊上由陆志韦所翻译的《贫儿行》,到朱湘所译的《迈克》,以及之

后创造社的郁达夫、成仿吾与郭沫若围绕《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展开的译诗讨论,也包括在1932年

出版的《沃兹沃斯诗集》与《沃兹沃斯名诗三篇》等著述,其中收录的多为与国内民生民情相似的译

作。除了首当其冲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之外,也可从中看出其他观点。譬如在讨论中也存在着

强调诗人应在振臂高呼革命战斗性之外,还应保有体察民生疾苦的悲悯情操等看法。另一方面,华
兹华斯以静观的态度,抒写底层人民的生活细节,栖身于普罗大众之中,通过感受其苦难来开拓自

身体验,延展了抒情诗的创作空间;与此同时,他也注重运用清新、自然的民间歌谣语体,于静美的

田园牧歌背后传递忧伤,这种创作倾向也有助于拓展中国现代乡土诗的创作空间。可以说,华兹华

斯这种向下的写作所蕴涵的视域与关怀,尤其是置普通大众于诗人小我之上的态度,正好契合了中

国新诗在现代时期的社会教化追求与目标。

四、想象力与浪漫诗人的主观倾向

华兹华斯十分注重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1815年再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将想象力



列为写诗需要的五种能力之一,大力宣扬想象力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即“除了幻想和想象的诗以外,
其他各类的诗都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注意。……(想象)它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字眼”[25]40-46。其次,强
调诗歌中的想象力具有秘通旁响、非比寻常的独特品质,即“热情和沉思的想象力,即诗的想象力,
是跟人的和戏剧的想象力不同”[25]47,它联结了感性、知性与艺术性,令三者互相交织、浑然一体。
最后,他坚持“想象力成了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诗人的身份标识”[26],即想象力的恢复与诗人身份

的确立相辅相成。从整体上来看,华兹华斯的想象诗论加重了诗的深度与强度。
华兹华斯的想象诗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存在着不同的倾向。早期在接受华兹华斯的想象诗

论时,“往往容易误读华兹华斯,认为浪漫主义诗歌是不假思索的产物”[27],因此造成当时诸多新诗

虽然情感依旧自由奔放,但想象力相对却愈见匮乏。譬如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不仅直陈“幻想在

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新文学———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质素,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
且有时野俗得不堪”[28]。闻一多在此处将“幻想力”等同于华氏的“想象力”,指出想象力的缺失根

本局限了诗人的抒情视野,以至于造成新诗的创作不再追求诗歌的微言大义,而只是浮于表面的文

字游戏。在他眼中,郭沫若的《女神》不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时代精神上,才能配得上“新诗”的称谓。
的确,郭沫若对诗歌的想象力深信不疑,从他所演示的诗的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

的文字)”[29]可以看出,想象力对于构成一首诗的完整性之不可或缺。只不过,与华氏所说的“热情

和沉思的想象力”相比,郭沫若更重视“情调”(“热情”),即个人主观情感的抒发。然而,恰恰是过度

放纵激情,想象力反而受损,犹如折翼的大鹏无法展翅高飞。
华兹华斯赋予诗人以创造者的身份与使命感。他之所以一反济慈关于诗人是一只孤独夜莺的

比喻,提出“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1]26的论断,与其长期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莫大关联。
也正因此,身处相似夹缝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更容易与他形成创作心态上的共鸣。从历史向度

而观,华兹华斯对诗人创造力、使命感、思想性的强调,深获中国知识分子认同。田汉大为赞同罗斯

金(JohnRuskin)关于华兹华斯是善于反省的第一流诗人的观点,甚至还要求:“诸君不做诗人则

已,想要做诗人,便请做第一流的诗人! 如何去做第一流的诗人? 就是……不可不在时间空间的自

己表现内流露超空间时间的宇宙意志,更不可不以超时间空间的宇宙精神,反映同时间空间的国民

生活!”[12]1-36由此,对诗人个体的主观倾诉以及超越性想象的思考,跨越了时空界限,与第一流的诗

人华兹华斯实现了相通。

五、实用性“挪移”与审美倾向的多元性

综观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学界对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学的研究,往往人言人殊、各执一端。
究其原因,首先应归于时代语境及现实层面的需要,复杂的时代背景造成中国诗人在接受华兹华斯

时表现各异;其次是受制于自身诗学传统及诗人自身的世界观,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对华兹华斯的解

读呈现出纷繁各异的样态。换言之,前者具有特定的时间镜像性,而后者则体现了空间的异质性。
论及华兹华斯在中国传播产生的时间镜像性,势必需要溯本求源:什么是浪漫主义? 华兹华斯诗学

与诗作是何以引进的? 通过哪个渠道、哪段时间传入? 而由诗人与论家所建构的中国现代浪漫主

义的实质内涵究竟为何? 凡此种种,不可能面面俱到、包罗众说,故列举其中所凸显的两个特性:
第一,从历时层面来看,早期中国诗人主要为以我为主的实用性“挪移”。换言之,尽管华兹华

斯的浪漫主义诗学本身内容涵盖复杂,而中国诗人出于历史的、政治的以及文化层面反抗旧制之目

的,往往只能呈现出其片断或局部,而缺乏整体、系统和全面的探索。在诗歌语体上的挪移,如胡适

等人倡导的白话文新诗,大抵流于平白、浅露;而在内容特质上,也离不开个性张扬、情感抒发、追求

自由等固定的标签,甚至将其作为判断是否为“浪漫主义”的标准。一方面,不论是对情感的最大限

度张扬,对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还是打破僵化的旧制诗歌语体,都因站在所处时代的前端颇

具争议性,而遭致异议者的大力挞伐;另一方面,这种源自于深沉的社会文化变革动机,实质上导致



了接受华兹华斯过程中过激、片面的缺憾。于此,更有论者认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运动所表现出的

民族文化焦虑与欧化,使得其无法避免在“西方浪漫主义”既定的框架内自我增生,诸如文化动机、
社会背景以及表达策略等。

第二,从接受主体来看,华兹华斯诗学与诗作的译介往往是通过一个个文学社团的文学刊物发

布,因之接受过程中呈现出类聚性,进而催生出各种倾向不一的浪漫主义审美趋向与风潮。应该

说,文学团体的号召力有利于促进华兹华斯在华的认识度,也有益于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其主动性

是不言自明的。譬如以上提到的学衡派,就是以《东吴》学刊为重阵,有组织地译介华兹华斯作品,
其经由想象创造而加之古典文辞的翻译,可说是对华兹华斯诗作的一种再创作。与此同时,对于不

断推陈出新的诗派与诗社,在肯定其接受、传递华兹华斯有关浪漫主义的理念与维系诗界中坚力量

的贡献时,还须警醒的是这种集团性地接受与阐释背后所呈现出的一种被动性。有鉴于文学团体

一方所代表的权威与影响力,造成持续复制外来观点的阐释困境,以及单一、被动的接受。诸如创

造社的田汉、郁达夫等人对罗曼司的解读,大多从日本的翻译文学而来,这种转译本身有可能一开

始就偏离了原著精神。反过来说,社团所引领的风起云涌的创作风潮,进一步加速并扩大了对华氏

的误读与误释,造成浪漫、感伤等情绪在一定范围内或某种程度上的泛滥。更何况,那些曾处于特

定历史场域的诗人自身,也并不能确定在多方文化思想冲击之下,是否能够始终如一地忠诚于一个

社团、一个文学纲领或一种艺术追求。就像我们无法以单一的标准评价一个诗人创作的得与失一

样,勿以界限切割,亦勿人云亦云,才可在援引、融合他们所认知的浪漫主义中体现出创造的自觉

性。故而,时间镜像性在研究华兹华斯接受进程中非常之关键,中国新诗人们抽掉了时间,即将为

之所参照的历史文化背景倒置进行横向移植,在寻求启蒙的同时又企图割裂传统,殊不知却在西方

和东方、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中闪现出多重镜像。
循着以上时间线索走到中西、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分岔之处,如何兼顾“传统”与“现代”,如何

将来自母体传统的记忆转化成现代的表达等,一直都是中国诗人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显在或潜在

存于异质空间的趋同与差异性,都日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事

实上,空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川河流,它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方面,中国现代浪漫

主义诗学正是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起来,其发展脉络展现出由被动转向主动、一元转向

多元、具体转向抽象的开放性趋势。为了将这种趋势表述得更清晰,以下将其划分为早期与后期进

行对比分析。
早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主要是一种基于中西空间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等层面所进行

的较为狭隘的自我认知。在对华兹华斯的接受上,大多以社会、文化反抗为基准,致使比较空间失

去了广度与深度。首先表现在其翻译作品的主题选择上,要求在艺术平民化上与当时的主流意识

形态取得一致,因此相对拜伦等浪漫派诗人而言,华兹华斯田园诗作的译介尚属少数,多集中于农

事诗上;其次,学衡派出于为国学传统申辩的立场,对华兹华斯的诗作所采取的偏执一端的译写,于
内容和形式上都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虽有反向推动华兹华斯影响的价值,但韵律变形或多或

少偏离了抒情格调。
相对于早期较为单一的社会反抗表达,后期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在对华兹华斯浪漫诗学

的接受上,开始有了转向对想象与审美形态与思想内蕴等多元化方向探索,并在实践创作中取得了

突破性的跃进。譬如徐志摩受华氏的影响,但自身又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滋养,其十四行诗多见时

空交错的乡愁与异域风情,此种杂糅了中西印象的创作实为一种开拓。而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

诗人,不仅在本质上承继了传统诗学的浪漫精神,而且还把华兹华斯的沉思与想象等诗学主张纳入

自身视野,将这些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并不广受关注的诗学概念与中国传统诗学对接,并将其进一

步转换或阐发,使其在修辞学层面的诗学观念也逐步对后来的中国现代诗的语言走向产生影响。
就闻一多本人来说,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深厚造诣,再加上亲身游学欧美的经历使其对西学所具



有的直观而深切的认识,这两者的结合使他既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强大的反叛精神启迪,又坚持创造

一种本土的声音与之对应。就其诗作而论,他能将中西浪漫抒情技巧转化为己用,并在个人历史场

域中凸显出个人鲜明特色,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深邃、情感之真挚,实为典范。这不仅仅是闻一多个

人的选择,也代表了中国现代浪漫诗歌在其时代语境中对于是否能够创造属于自我的诗史这一重

要问题的回答。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的发展与社会脉动、西方文学思潮及自身文化传统均有密切的关联,而

本文着力截取上世纪前半叶为时间段,从华兹华斯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学之间的交汇处进行思

考,借由爬梳中国现代诗人对华兹华斯诗学的吸纳、沉淀与开创的接受历程,发掘二者关系背后所

指涉的复杂向度。其一,集中体现在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反思上,中国现代诗人经由对华兹华斯诗

学的接受得以打开更为宽广的视野,不但在现实中重新焕发传统诗学,亦为日后的现代诗写作开掘

出坚实内涵;其二则突显为中西对话中所兼具的跨时代性与跨地域性,由不自觉到向自主性地选择

接受,由抗拒到认同再到创造,由中国现代浪漫诗人与华兹华斯二者所开启的多重视域,事实上已

跨越了不同时空,其去疆域、去制约的种种浪漫想象与书写经验,都为中国现代诗歌在此后的趋势

展演出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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